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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民初的“五族共和”，抑或是此后取而代之、逐渐普及的“中华民族”，
1
 这些基于

现实利害与功利考虑所实行的国族建构蓝图，都不足以在规范性的层次上，为中国此一多元民族所

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奠定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更无法为各民族的平等融合，提供一条由若干普世

性价值与信念所铸成的政治纽带。 

在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德国的历史经验，获取一些重要的启发。1846 年，日耳曼地区一批著名

的人文、社会学者在法兰克福召开“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共商如何解决日耳曼民族四分五裂的

状态，实现日耳曼国族的统一。当时，未能获邀出席的民主主义者弗勒贝尔（Julius Fröbel, 1805-1893）

独排众议，坚决反对大会以血统或语言文化来界定国族与国族精神的作法。他指出：“国族存在当中

的道德因素、自由因素，或真正的政治因素，就是自由联合所形成的手足情谊”。
2
 不幸，此后德国

的国族打造过程，并未能走上弗勒贝尔所指引的方向，反而沦入保守势力的掌握。十九世纪后期以

降，反启蒙、反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潮崛起，终致带领德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便充分表征着

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悲剧。
3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今日重行回顾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国族的想象与建构，或许不无仍值深思

与借鉴之处。 

 

 
 
【论  文】 

“华夏边缘”是怎样被蛮夷化的4 
 

姚大力
5 

 

摘要：诸夏孕育了“中国”，而后又被中国所超越。自诸夏文化从华北突起、从而改变了中国史

前文化“满天星斗”的原有格局，历经五个时段，传统的“天下中国观”遂以形成，汉文明边界

之外的广大外部世界亦逐步被蛮夷化。 

关键词：天下中国观；华夏边缘；蛮夷化； 

 

一、 

 

现代人很难想象，嘉庆皇帝会把一封送达外国的国书题名为“赐英吉利国王敕谕”，并在其

中宣称： 

“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

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後毋庸遣使远來，徒烦跋涉。但能倾心効顺，不必岁时來朝，始称向化也。

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6
。 

                                                        
1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过程，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

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创刊号(2002 年 2 月)。 
2 参见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着、曹卫东译，“何谓民族？”，《后民族格局：哈伯玛斯政治论文集》(台北：

联经出版社，2002)，页 3-33。 
3 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源头”，页 78。 
4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8 年第 1 期，第 1-6 页。本文系作者 2017年 9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

所与云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主题演讲的修订稿。 
5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6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朝），嘉庆四十二，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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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也也很难想象，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会对试图与之联络的英国使臣颁发这样的外

交回牒： 

“谕尔远来英人知悉：尔等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特颁谕抚慰。使各安心，请除疑虑。… … 

“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

当亦嘉汝忠义也”！
1
 

从以上两例，可知传统的“天下中国观”对直到清亡为止的中国人，曾经具有何等强大而持

久的思想影响力。 

 

二、 

 

“天下中国观”，即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可以用以下这段话来加以概括。 

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注定要外化为一个大统一的强大国家；这个强大国家是人

世间唯一的，而不是均衡的多国体系内的成员国之一；拥有不同文明或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差异，

于是被转换为同一文明或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故“中国”有“教化”之责，周边诸

人群则有“向化”之心，教化与向化的最终结局，便是实现由汉文明覆盖“天下”的“大同”之

世；在“大同”到来之前，实现传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的主要制度框

架，即朝贡与册封体制。 

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中，上述文明所经历的被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并存政权的时

期，往往被看成是中国从“分裂” 走向“统一”进程之中的过渡时期或不正常时期。从中似乎

还依稀看得见传统观念的某种影响。 

在“天下中国观”的支配下，传统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其中的地理空间结构的认识，由两个

最基本的层面叠合而成的。这两个层面，各自都有极久远的来历。 

第一个层面把世界想象为由内朝外向四方作平面推展的一系列“纯方千里”（相当于 250,000

平方公里）的等面积地域单元，分别称为九州、八殥、八紘。八紘之外各有一座大山，是为八极。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中国早已有“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的说法。中国经典根据相对现实的地

理认知，按山川形势将黄河与长江流域划出来的九州，乃至九州、八殥、八紘的地理模式，以及

另一种把“海内九州”看作只是构成“大九州”的地理单元之一的学说，或许都可以看作是按不

同的思路对最早的海内九州的观念作逻辑推衍的结果。 

与此同时，这个按“纯方千里”的单元排列与组合起来的世界，又被叠压在一个具有等差

序列的地域结构中。粗略地说，在汉初，这个差序性的地面世界由以下三个等级的地域构成。一

是“中国”，由华夏核心地区以及中央王朝版图内的“蛮夷”地区构成。二是环绕在“中国”边

缘的“夷狄”地区。以上二者合而为“海内”世界。三是越出“海内”范围的更加奇形怪状的“海

外”国家，如奇肱之国、一臂国、三身国、结胸国、交胫国、贯胸国、岐舌国、三首国、玄股之

国、无肠之国、一目民等，总之多为缺少人间气息的蒙昧怪异、未经开化的各群落集团而已。这

一幅典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分布图。 

这样一种“天下中国观”，大体定型于秦汉时期，并以其较为“合理”的修正形式一直存续

到西方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至于它的形成，则可以从西汉向前追溯到“诸夏”人群及其建

立的早期国家，亦即“三代”超越上古中国的其它人群及其多种文化，遂得率先跨入文明门槛的

那个极漫长的过去。这个漫长的故事，大体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来讲述。 

 

                                                        
1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第六函附件之三、四，《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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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事的第一段落，发生在公元前约 8000年到公元前 2000年之间。这个阶段，处于新石器及

铜石并用时期的中国史前文化，曾在今中国境内的南北各地呈现一派“满天星斗”的多头起源、

多元发展景象。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千数百年间，也就是从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8世纪，我们看到一幅大不

一样的图景。随着夏、商和西周的相继壮大和发展，一个称为“诸夏”的人群在华北广大地域内

逐渐形成。与它周围的其他各种人群相比，诸夏非但最早从史前阶段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而且在

周朝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反而成长为华北最强大的一个人群共同体。是为故事第二段落。 

夏王国的存在，至今还没有获得确凿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由于这个时期尚未产生文字，若

必以同时期文字资料的出土作为确认夏遗址的佐证，我们可能永远无从证实夏代的存在。但从《史

记》关于商王朝的世系被近 2000 年后发现的甲骨文资料所证明的事实判断，《史记》对夏王 14

代、17 王的世谱记载，应该也是有可靠依据的。因此，夏从一个强大的酋邦演化为早期国家的

历史似属可信。无论如何，晚商作为一个早期国家的存在，已被学术界公认。诸夏就是由建立夏、

商与西周的地域性人群及地域文化互相融合而成的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也可以说它

就是汉民族的前身。它分布的地域范围位于中国北部的核心农业区。 

根据《诗经》记录的汉语民歌分布地域，可以复原公元前第 1千纪上半叶诸夏人群的活动范

围。它与铃木秀夫曾画出来的用“河”来称呼大小水流的区域大体相符。南部中国称呼水流的通

名不用“河”，而用“江”。该词起源于住在当时南方说孟-高棉语的古代土著称大河为 krong。循

汉水向南进入长江中游的诸夏移民“入乡问俗”，拿当地土语中的普通名词（亦即泛指名词）krong

当作长江的专名，遂采用汉字“江”（上古汉语读音为 krong）来音译这个名称。在汉语复声母消

失的过程中，江字的读音演化为 kjang。韵母前的 r-并非简单地消失了事，而是导致它后面的韵

母变为二等韵。再过数百年后，随着汉语辅音 j-、q-、x-分别从“精”（ts-）、“清”(ts‘-)、“心”

(s-)以及“见”(k-)、“群”(g-)、“溪”(k‘-)等近古声母中演化出来，江字也才如它在现代汉语

中那样被读作 jiang。它的涵义亦经历了一个从专指长江的专名重新被推展为可以泛指较大河流

的过程。 

不过对上面提到的诸夏人群的分布状况，很容易造成某种误解。在夏、商和西周的整个所谓

三代，北部中国，包括它的核心地区，事实上并不是排他性地为诸夏人群所独占。恰恰相反，诸

夏一直是与被它称呼为蛮、夷、戎、狄的各人群交叉分布、共同活动在那个地域范围之内。 

 

四、 

 

三代兴起之前，处于新石器及铜石并用时期的中国史前文化，曾在今中国境内的南北各地

呈现一派“满天星斗”的多头起源、多元发展景象。这一局面为什么会从公元前 20 世纪起逐渐

被“三代”在华北突起的形势所替代？对此目前还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也许正是由于华北黄土

地带易于垦殖而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农业人群必须、并且也有可能不断地扩大

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便极大地提高了各个地域性人群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而后

者又推动着那里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与发展水平都以超越上古中国其它地区的规模发

展起来。这大概是将华北的史前农业文化最终地提升为一种新文明的最重要牵引力。 

在另一方面，较早发达起来的诸夏文化，乃是突起在一个极其广袤的地域之中。这一辽阔

地面东渐大海，西披流沙，北阻草原与戈壁，其南方则由于沼泽遍布或山岭险峻而使人烟稀疏分

散。处在这样辽阔而四面都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诸夏的人们很容易将华北看作就是整个人类世

界的中心所在，并把自己相对发达的文化形式看作其中唯一的文化。诸夏共同体之外的各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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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看成是在人格和品质上低于诸夏的不完善的人。随着诸夏经济、文化和政治势力的大幅度增

长，原初与诸夏错杂分布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部落或被诸夏同化、或被挤压到华北各边

缘地区，由诸夏独占人类世界中心的局面以及反映此种局面的观念，也就相继形成了。 

根据安部健夫的研究，上古中国人用“天下”观念来取代中国与“四方”、“四国”等“外

方（邦）”或“外邑”共处的世界观念，应当发生公元前 5 世纪，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之初这段

时间。它与作为汉族祖先的“诸夏”人群，将原先与他们共同据有华北核心地区的许多非华夏部

落同化在自身的文化共同体内，或者把后者挤压到华北的各边缘地带的时间恰好重叠。这种重叠

当然不是偶然的。到战国时，夷夏关系在各诸侯国大体都已转变为边防的问题。“天下”因此便

获得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分布的特定属性。其中属于非自我的各种人群，还可以从接受

中心人群及其文明的“教化”程度的不同，被区分为“生番”和“熟番”。西文以“未经烹饪的

蛮夷”（raw barbarians）和“煮熟的蛮夷”（cooked barbarians）译之，似颇得其意。 

 

五、 

 

就早期的“天下中国观”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当日的“中国”，是由华夏

文化圈内直属周天子的国家，以及受周天子分封而建立的其它诸多地方王国共同构成的。这个复

数的中国在当日文献中又被称为“诸夏”。这里的“诸”即诸多的意思。“夏”者大也，谓“中原

之大国”；或曰“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1
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意指复数

概念的中国，因其文章、光华与文采，而“比蛮夷为大”。 

不过随着秦对中国的统一，复数概念的“诸夏”很快衰落下去，最终被具有单数属性的“华

夏”所取代。因此秦王朝虽然短暂，却有资格单独地构成我们故事中的一个段落，即第四段落。 

中央集权式统治技术在战国中后叶的发明与完善，使各诸侯国可能将这一新的统治技术与西

周分封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争相去追求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

权统一国家的目标。于是春秋时代旨在保存王政、维持“诸夏”多国体制的争霸战争，始而转变

为意在取代王政、力图摧毁其它诸夏国家的兼并战争。随着秦统一中国，“诸夏”观念中的复数

因素终于被排除出去；代之而起的，则是“华夏”之称的流行。华夏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也。

中国由此变为单数。“定天下”变成“天下一家”的同义词。中国事实上成为“天下”唯一的真

正国家。 

关于“天下”的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言说，基本上将其关注点局限于“海内”的范围，

即把天下等同于“海内”。中国不但在天下之中，而且也是海内世界的主体。中国之外的蛮夷世

界全被压缩在天下的边缘。这很像是一条线状的边缘，至少它的幅员是极其有限的。秦兼并六国

的事业，被当时人称为“并一海内，以为郡县”，或曰“平定海内，放逐蛮夷”。秦始皇时代的琅

玡刻石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

不臣者”。
2
所谓“北过大夏”，其实仅只“据河为塞”，即以长城为限；“西涉流沙”，更未达于今

河西走廊。 

将秦的如许疆域迳视为“六合”、“海内”或“天下”，表明秦人对“大夏”、“流沙”以外所

谓蛮夷地带的幅度之宽广，几乎毫无印象。在这一线之外“海外”世界，似乎长期地仅只以民间

想象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前文枚举的非人非兽的“海外”诸国，就出于记载此类零碎讯息最为丰

富的《山海经》一书。 

 

                                                        
1 《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页。 
2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 册，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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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从战国末年到秦代、尤其是到了汉代。中国人有关其外部世界的实际认识，比过去有了巨量

的增加。由于蒙古高原上第一个游牧人群的政治共同体，即匈奴帝国出现在秦汉王朝的北部边疆，

秦汉时代的人们在被他们习称为戎狄的边缘部落背后，看见了一个他们从未相遇过的强大的异族

势力。他们明白，这个游牧群体显然不能被归入东夷、北狄、西戎等为其所十分熟悉的已知范畴

里去。于是“胡”成为对这个新认识对象的泛称。稍后，在东北方向上为其所熟知的诸夷背后，

也冒出一些无法归入原先已知的异族范畴的另一些游牧人。 

于是他们沿用“胡”的新名号，称之为“东胡”。接着，居住在今新疆的土著各族亦进入汉

人的视野，“西胡”的名称因之产生。在“华夏”之外，除去戎狄蛮夷，现在又增加了另一个由

诸“胡”组成的外圈。再接下来发生的，乃是夷狄概念的泛化，把胡和胡以外的异族都包纳进去

了。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疆域扩张和外交联系，更极大地促进了当日中国

人对“中国”版图之内及其外部世界的地理知识的了解。西汉前期于是成为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故

事的第五段落。 

长城之外，西汉军队多次深入大漠以北的今蒙古国草原；在西方，著名的使臣张骞出访各国、

李广利远征今费尔干纳盆地，带回了有关中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丰富情报；在西南，汉灭夜郎、

滇国，分置郡县于今川南滇黔之地，于是汉人得悉自巴蜀东南经今贵州、广西至于岭南，在西南

方向上经由滇西而通往南亚的实情。所以司马迁说：“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
1
中国人所能确切地加以了解和认识的域外和域内世界，都变得前所未有地广袤起来。我们简直

可以把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看作是古代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由于这个古代“地理大发现”，中国人不仅在对“海内”非华夏地区的了解方面获得长足进

步，而且在原先“海内”的范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巨大而真实的人间世界。从前被位置于神话

世界的土地和人群，如今开始获得各自的实在名称、特定地形地貌、其它种种自然特征，及其社

会和经济的不同特性。
2
 

于是，如何将描述域外的“神话地理学”转变为一种“探察地理学”的任务，就被提上了历

史日程。大量新鲜的域外知识，不可能不影响到当时人们对于华夏之外世界图景的体认与理解。

在这里，首先会碰到的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这一片新近进入汉代中国人地理知识领域的外部世界，

是否会颠覆他们原有的夷夏等差的观念框架，或者至少对它作出大幅度修正？ 

 

七、 

   

实际情况是，新认识的极其广袤的外部世界，被纳入了经泛化的夷狄旧范畴。遵循着此前发

育已数百年之久的传统逻辑轨道，“天下中国观”定型了。它生动地反映在汉代中国眼光最敏锐、

最深邃、最开阔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里。川南、云贵操壮侗、藏缅等语言群的诸

族，就全被它归入“西南夷”范围。被汉征服前的朝鲜王虽然据说是“故燕人”，但那里的原居

民仍为“真番、朝鲜蛮夷”；所以朝鲜王需要与他的百姓一样“椎髻，蛮夷服”。《史记》在称赞

越立国“何其久也”时，亦不忘加一句“越虽蛮夷”。可见他是把越国土著与百越中的东越、闽

越等同视为华夏之外的偏僻落后人群的。 

“华夏”一语未出现在《史记》里；但书中的“中国”，一指西汉王朝，一指构成华北核心

                                                        
1 《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 册，第 2997、2998 页。 
2 参见[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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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关中与中原之土地与人民。后者在西汉版图之内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司马迁笔下，中

国相对于当日中国以外的全部世界，即《史记》概指为“外国”者，似乎也居于支配的地位。“外

国”的称呼在此前时代的文献中几乎不出现。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史记》往往把“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比定为夷夏关系；前者可以指匈奴，也

可以指楼兰，或者其它各西域国家。然则“外国”之“外”，实有“外夷狄”之“外”的意思，

指在等级上低于“中国”的异邦。《史记·大宛列传》述条枝国之事曰：“在安息西数千里……人

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
1
可见司马迁所谓“外国”，实指只有“小君

长”的附属国而言。《史记》对匈奴国家的定位，也可印证“外国”的这一特定涵义。它或视匈

奴为“二夷”之一，或曰 “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按、即匈奴）尤盛。”
2
诸

如此类的言辞均把匈奴置于“内冠带、外夷狄”的传统的夷夏等差结构之中。 

其次，“外国”这个几乎全新的用语也进入了古老的天学-占星术领域，并在确定天上的星座

与地面上各大区域（“九州”）划分间一一对应关系的“分野”学说中，被用来置换原先文本中与

“中国”对举的所谓“负海之国”或“倍海国”，即齐、吴、越等东部临海的国家。 

古占经里的“中国”与“负海之国”，本无在华夷之间从事判分的意思。但在见于《史记》

的经改写的文本里，“外国”的属性却是指向夷狄的。《史记》说：“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

国；其阳，阳国。”文内的“阴国”与“阳国”，在古占经里原写作“负海国”和“中国”，与夷

夏的概念绝无涉。但是“阴国”和“阳国”的涵义就不一样了。司马迁明确声称：“中国于四海

内则在东南，为阳……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引弓之民，为阴……占

于街北，昴主之。”前述《史记·天官书》中那几处“外国”，在《汉书·天文志》的相应文句中

都被改写为“夷狄”。《汉书·天文志》的作者马续这样做，看来是深得其前辈旨趣的。 

表 1、《古占经》《史记》《汉书》对“外国”的界定表 

     古占经残留资料 《史记》 《汉书》 

太白（金星）出西方失其行，倍海之

国败；太白出东方失行而北，中国败。 

其（按指太白，即金星）出西失行，外

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 

夷狄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

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

于西方，外国用者利。 

夷狄 

其（按指辰星，即水星）与太白俱出

东方，皆赤而角，倍海国大败，中国

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

倍海国利。 

其（按指辰星，即水星）与太白俱出东

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

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夷狄 

夷狄 

 

那么，汉朝人为什么要将“阴国”“外国”的概念引入占星及地理分野的领域中去呢？由于

华夏边缘的纵深幅度已经全方位地向外扩大,那时的“天下”把一种已被泛化的、而且其所占地

域比原先想象中远为辽阔的“夷狄”世界包纳进来，占星和分野学说的空间覆盖面自然也就应当

被展延到那里地方。在“夷夏之辨”早已深入人心的西汉，急剧增长中的有关域外人群的新事实、

新知识，就这样被纳入从前代承袭下来的那个“内夏外夷”的固化解释框架中。不断发现的广袤

的域外人烟居处，总是可以容纳在“中国”外缘相对狭窄的空间中。因为“天下中国观”本是一

幅从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处在投影的中心部位，其控制力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

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华夏的夷狄国家与人群都被压缩在边缘。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

中心部位以更大比例的增长。因此在这幅图景里，中国总是独大的。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常处

独立之势，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把拥有异质文化的人们群体看作“野蛮人”的观念，在古代大概是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

                                                        
1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0 册，第 3163 页。 
2 《史记》卷 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 册，第 1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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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没有理由苛责司马迁，说他错过了利用最新地理资料来扭转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的珍贵机

会。但是，《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事实上又有力地强化了此种以夷夏差序、中国独大

为特征的世界秩序观。不能不说，这是《史记》表现出来的一种最显著的历史局限性。 

 

八、 

 

现在说几点简单的结语。 

把本人群之外的文化不同或族裔不同的“他者”看作是比自己落后、野蛮的种类，这种观念

在人类各群落中之存在，是相当普遍的。它反映出人类在认识自己和他人关系时非常容易产生的

一种近乎天然的主体意识局限性。当然，对于这种局限性在各不同文化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仍

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及文化环境中去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描述。 

在主体性意识之天然局限的制约之下，他者的形象往往呈现为自我意象的“相反镜像”。在

大多数情形下，自我的相反镜像总是带否定或负面意义的；但在有些情形下，自我的相反镜像也

可能非常正面，用以反照自我的丑陋与不堪。 

尽管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放置在一个权力的等差结构中去予以理解，在现时代已不再具有政

治伦理上的正当性，但“天下中国观”的残留历史影响，仍可能为当下的过度民族主义和民粹主

义思潮所用。其结果，或者催生思古之幽情，使人以高傲与轻慢之心看待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

较弱小、或被他们反感的某些国家，或者把整个外部世界视为充满阴谋暗算的敌方。 

因此，激活传统不是希图简单地回到传统本身，而只能是通过创造性转换去激活传统， 从

而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一个健康的、具有良性秩序的基盘；后者只能渊源于本土传统， 无论

在它上面，还需要“引种”多少为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具备、但对于一个现代中国又必不可少的来

自外部世界的文化因素。 

 

 

 

【论  文】 

一个虚构历史者的自画像1 

          ——抗日战争时期伊敏·布格拉归附国民政府考实 

 

孙  江2 

 

摘要：1931-1934年，中国新疆多地发生叛乱，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在其占据的和阗（今和田）地区还实施了具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政策。叛乱失败后，伊敏

                                                        
1 本文系孙江教授撰写的未刊专著《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的思想与行动：批判性的考察》第 4 章，刊载于《南

国学术》2017 年第 4 期第 629-637 页,发表时由《南国学术》主编田卫平先生进行了修改。 
2 作者于 1985 年、1987 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9 年在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文化记忆、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镜像中的历史》

《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日文著作有《中国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

デンティティ》《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権力》《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

（1895-1955）》等 


